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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的研究 , 应以社会变迁 , 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

本范式。制度创新与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 , 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 从而制度

在渐进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嵌入性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 , 直接决定组

织制度变迁的方式 、 方向和效果;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意识

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变迁为统摄的中

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 , 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 、 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

内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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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式的现代性猛烈地渗透、 撞击和攻占传统的中国社会以来 , 这个社会就始终陷入在

被迫的动荡和主动的变革之激流中 。“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 始终作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变

迁的基本动力 , 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把合理合法的标尺。无论是旨在彻底颠覆现有社会结

构的革命或变革 , 还是在中国社会基层曾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和改造运动 , 且不说其

立场和方法如何 , 都是符合 “变” 这一基本精神及其主流话语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 虽说

社会变革的方式少了那种革命性的颠覆色彩 , 但其参照现代化模式彻底改造社会体制之流弊的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

成为了老百姓进行日常判断所依据的价值形态。

我们所要考察的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 , 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改革的宏观背景下

孕育而生的。在这样一个改革成为社会惯性或习惯 、 改革本身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时代里 ,

“变” (change)成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常态 (regulari ty)。这样的常态或常规性 , 从根本上说并

不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涵义 , 许多社会现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和变迁 , 并不具有具体的 、实

在的意涵 , 而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变而变” 这种形式上的动力促成的 。但变迁已经成为我们社

会首要的形式规定。因此 , 要考察这些年来中国 “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 , 首先必

须对变迁本身做深入的思考。换句话说 , 在没有充分理解变迁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所具有的

特殊意义之前 , 我们尚不能奢求去直接找到组织变迁的具体内容或是制度创新的具体项目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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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内容 , 则首先要看看这个所谓的 “变迁” 都有哪些形式上的特征:或许 , 政府推动变

迁的坚决程度 , 人们的意识中渴望变迁的迫切程度 , 变迁一词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合法化程度 ,

以及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变迁实际发生的速度 , 会对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产生更为

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 , 有关中国组织变迁的研究 , 一开始就会面临一种困境:在这样一个在变动

中融汇着各种复杂因素、 且各种复杂因素时刻处于无穷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 , 对

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 , 都必然会面临现有的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状况;而就社会学研究来说 , 中

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变迁格局和态势 , 很难让我们有可能针对一种具体组织形态做长期的结

构性的考察。换言之 , 我们曾经刻画的某些组织形态的结构性因素 , 也往往会在变迁之潮中迅

速地流失或转移掉 , 继续成为有待观察和刻画的新的因素 。因此 , 要想对中国社会组织变迁过

程进行一次完整的结构性考察和形态学分析 , 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这样一来 ,

我们的组织变迁研究就要换一种有别于静态上的结构性考察的思路 , 它并不囿于刻画和描述组

织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 或者是对制度安排及其社会行动效应的分析 , 而是要从组织的内部 , 以

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其在社会变迁意义上的逻辑规定性。

超越类型学 , 意味着超越类型学的分析前提 , 即面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创新 , 我们很

难用一种特定的制度模式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框架和方法 , 而应该回到构成社会组织之特质的一

个更原初的起点上 , 也就是说 , 我们必须超出制度主义或类型学的研究范式 , 去寻找一种更切

入社会组织性质的范畴。超越类型学 , 也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回到事情本身上来。几十年来 ,

中国社会组织在变迁过程中 , 不同的组织既有其本土的生长基础 , 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吸纳了

外来的制度因素 , 套用马克思的观点 , 中国的社会组织既有它的原生形态 , 又有其次生形态 ,

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成型或不成型的制度移植的形态。因此 , 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克服纯粹

的类型学所带来的各种局限。

从上述角度出发 , 在分析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时 , 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

意。首先 , 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 , 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 从

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地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第二 , 把嵌入性看作为组织和制度

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第三 , 承认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第四 ,

强调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硬核与保护带的互动:组织和制度分析的一种维度

拉卡托斯在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中指出 , 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个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

结合而成 。其结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 “硬核” , 表现为某种非常一般的 、 构成纲领发展

基础的理论假说;① 一是 “硬核” 周围的保护带 , 不仅包括各种辅助假说 , 还包括初始条件时所

依据的假定以及观察陈述 。当 “硬核” 遇到反常或否证的时候 , 即当科学研究纲领与观察实验

资料有矛盾的时候 , 就要调整作为保护带的辅助假说和理论 , 以保护 “硬核” 不受否证 。②

保护带调整可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 , 可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 , 说明这个研究纲领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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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方面 , 也可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 , 说明这个研究纲领是不成功的 。一个成功的科学研

究纲领必须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预见新的事实 , 事后在人们知识生产的实践中能够得到证实。

拉卡托斯认为 , 科学研究纲领有两种方法: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 。反面启发法是告诉

科学家哪些研究途径应该避免 , 告诉他们不应该干什么 。它具体要求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纲领

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修改或触动其 “硬核” , 任何修改 “硬核” 的企图都是等于放弃整个科学研究

纲领 。正面启发法是告诉科学家们应该遵循哪些研究途径 , 表现为一些关于如何改变 、 发展科

学研究纲领 , 如何修改 、 精炼保护带的提示或暗示 , 它是人们预先设想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研究

方向 、次序或政策。正面启发法中有三个功能。首先 , 它决定科学家对所研究问题的选择 。科

学家们在提出第一个理论或模型时 , 他们已经预计到会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其

次 , 通过建立辅助假说 “保护带” 来消除反常 , 保护 “硬核” 。最后 , 由于任何科学研究纲领一

开始总是陷入反常事例的包围中 , 所以 , 通过正面启发法可使人们集中精力 , 按正面启发法所

规定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 、发展和完善日趋复杂的理论或模型 。在这里 , 正面启发法使人们能

不依赖已知的反常 , 而且先于这些反常而采取行动。①

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 , 必须具有严谨性 , 从而有可能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一个确定的纲领;其二 , 能够导致新现象的发现。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具

有解释力和预测力 , 在进步的和退化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竞争中 , 科学家们总是趋向于参加进步

的科学研究纲领 , 这即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这样 , 当科学研究纲领处于前进的时期 , 它就

有足够的启示指导的能力去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当它处于退化的时期 , 其 “硬核” 在

经验和逻辑的压力下 , 也可能破碎 , 但是 , 新旧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仍可以有某种嫁接的关系 。

在科学研究纲领中 , 拉卡托斯强调了 “证实” 新预见的证实作用 。他认为 , 只有新的事实

最终得到证实 , 知识才能增长 , 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才能持续地进步 , 并在与对立纲领的竞争中

战胜对手 。与此同时 , 拉卡托斯也提出了一个摈弃理论的标准。当一个新的理论较之原来的理

论具有超量的信息内容 , 而且这一事实通过检验得以确认时 , 原理论就会被抛弃 , 并被新理论

代替 。拉卡托斯强调指出 , 威胁某种理论生存的不是否证和反驳 , 而是另一种理论 , 一种在理

论和经验上都有超量内容的理论。

依此理论出发 , 我们来观察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在本项研究中 , 我们将制度看作

是在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得到认可和强制执行的 、并内化为相应的社会

角色的某些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单位作为一种制度 , 即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些行为规

范 , 融于人们在单位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之中 , 调整

着单位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 维持和保证了单位成员间的社会互动 , 并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互

动的最基本的组织和制度的结构条件。从理论的角度看 , 一种制度主要具有四种结构性要素②:

1.制度建构的主导思想 (Lei tidee), 或这种制度建构的意识形态。这种主导思想或意识形态被

人们所内化 、所承认以及被正式地确定下来 。2.制度中所规定或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以

及这种社会角色在制度或组织中行为的内在规定性 。3.制度中的规则和行为规范 , 依此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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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一种制度或组织中交往与互动的方式。 4.制度中被物质化或形象具体化的象征

(Symbol)和设置。

那么 , 在制度的这四种结构性要素中 , 哪一种又是最核心的要素呢 ?从理论上讲 , 这四种

结构性要素在抽象层次具有差别 , 意识形态的抽象层次最高;其次是规则和规范 , 再次是社会

角色 , 最后是象征符号。随着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 , 整合系统的机制也必须更抽象 。① 由此看

来 , 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最有可能成为制度最核心的要素 , 其次是规则和规范。也就是说 ,

处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结构 , 最核心的结构性要素可能是不同的。对于总体社会而言 , 或

者是试图代表总体社会的政治组织而言 , 意识形态 , 即第一种结构性要素 , 可能是最核心的制

度要素。而对处于中观层次的组织 , 一种被人们所认可 、被内化或者被强制执行的规则和行为

规范 , 即第三种结构性要素 , 是制度的结构性要素中最核心的东西 。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理解 , 这里所指的这种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与保护带究竟是什么 。组织和

制度的硬核 , 应该是从根本上决定组织和制度区别于其他的组织和制度的特征属性 , 它类似于

DNA 的特质 , 从根本上决定着组织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这种组织和制度与其他组织和制度的区

别;同时 , 它也是组织和制度中稳定的和深层的内涵 , 从根本上抗拒变迁 , 而且就其自身的性

质来说也不易发生变迁。② 因此 , 组织和制度硬核具有隐含性 (深藏在日常的组织行为和制度表

述之后)、 抗逆性 (面临灾变性环境变化时也不会轻易妥协)和稳定性 (不会因为时空的延伸 、

内外的变故而数变其身)等三个基本属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制度的硬核。一方面 , 制度的硬核主要是指制度文化 , 或者更

确切地说 , 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 (insti tutionalized culture), 一种被特定制度深刻影响和内化的

文化 。这种制度的硬核包括某种制度安排的合法性 、 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所有制形式 。制度文

化不完全是一种信仰 , 更确切地说是人们实际行为过程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另一方面 ,

制度的硬核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取向 。这种制度化的行为取向可能隐含在占主

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中 , 也可能通过一种合法化的程序固定下来。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

和制度中 , 各种不同的角色有着特定的行为规范 , 人们在其中的资源分配与消费有着特定的规

则。这种组织和制度内有着各种不同的机构设置以保证规则的实施。人们认同这些规则 , 在其

中社会化 。通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 , 这些规则被合法化 , 要求人们强制性地执行 , 并以此来区

别于其他非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和制度 , 进而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内核。

由于制度的硬核具有隐含性 、 抗逆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 所以 , 一般的改革所涉及的只是制

度的表层或表现 , 其内核常常被厚厚的一层保护带包裹着 , 维护着 。而制度的保护带主要是指

围绕在特定制度周边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或直接对应的组织行为和规范 。所谓保

护带的调整 , 主要是指人们相应地改变政策 、 行为 、 规范以及局部的制度安排 , 以期达到保护

制度的硬核不受外部变化或压力的影响 , 维护自身免被改变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 , 制度是规

则 , 而组织则是这些规则限制下的集体行为 , 是制度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组织和制度变迁

的社会过程 , 指的是特定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从量 (quanti ty)和质 (quality)两个方面逐渐发生

变化的过程。那么 , 这种变化是怎样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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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这种变化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1.支配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 及其连带的失范效

果。2.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 。3.全球化的压力及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和制约。其次 , 这种变

化来自于外部的压力:1.示范效应。在和外界环境比较的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了不满意

和相对剥夺 , 从而愈来愈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2.模仿机制。改革开放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和感

受新鲜的和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 人们在模仿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学习的愿

望和对现状的不满意 。最后 , 这种变化也来自于组织和制度内部愈来愈强烈的改革要求:1.当

一个组织内部社会团结程度较低、 运行状况也不理想的时候 , 组织和制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

2.不同所有制状态下组织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种竞争所造成的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上愈来愈

大的差距 , 也迫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依照各自不同的角度产生愈来愈

强烈的要求变迁的呼声与动力 。

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不可能在上述压力下即刻发生变化 , 最先做出反应和变化的是这种组织

和制度的保护带 。或者说 , 保护带在这种压力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断受到两个方面

的影响:一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一种行为惯性;一是行为的嵌入性 , 因为人们的行为 , 哪怕是

一种自身极力想要改变的行为 , 都难以摆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因此 , 人们

主观上想要调整的组织和制度的保护带 , 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行为之路径依赖和嵌入性的

影响 。组织和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 就是在不断受到这些影响同时也不断试图摆脱这些影响的过

程中逐渐实现的 。①

嵌入性: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环境

嵌入性理论的提出 , 归功于三位学者:卡尔 · 波拉尼 (Karl Polanyi), 哈里森 ·怀特

(Harrison C.White), 以及怀特的学生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 ranovet ter)。当制度经济学

的学者们将其研究兴趣与热情倾注到讨论制度的构成和起源 、 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及需求与供给

时 , 却往往忽略了在特定社会中产生这种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环境。嵌入性的理论恰恰是在这个

方面为制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 《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 一文中 , 波拉尼首先指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

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联。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 , 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

……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 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 , 人类的经

济活动被制度化 。 ……也正是基于此 , 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 。将非

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 , 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

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②。在这里 , 波拉尼首先提到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对非

经济的结构与制度的依赖 。或者说 , 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 , 从根本上来看 , 往往

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所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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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的时候 , 怀特指出 , 市场是关系密切的企业通过相互观察彼此

行为产生的社会结构 , 而且 , 市场亦通过这种重复关系而自我复制和再生 。市场的供给则是生

产厂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怀特认为 , 生产商们在一开始就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 , 他们互相

接触 , 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 , 特别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 。所以 , 生产商

的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营和价格信息。其次 , 处于同一网络中的生产商相互传递信

息 , 并相互暗示 , 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关系。按照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约定和信任 , 人们

从事着生产与经营。最后 , 市场制度事实上产生于同处一个网络圈子里的生产商 , 而不是生产

商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制度来行事。换言之 , 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

示 、 信任 、规则的反映。

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 , 他和他的同事认

为 , 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 , 经济行为从内容和方式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会受到其

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 , 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① 在此基础上 , 格兰诺维特批评了关于人类行为概念的 “过度社会化” 和 “低度

社会化” (over- and under-socialized conceptions of human action)两种极端观点 , 因为它们忽略

了人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格兰诺维特进一步重提 “嵌入性” , 深入地说明波拉尼

的观点 , 并明确指出 , 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 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

的社会网络 , 信任则是嵌入网络的机制。从根本上说 , 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 , 不是

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 , 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

络之中 , 并由此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 在这个基础上 , 我们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互动 。总之 ,

在格兰诺维特那里 , 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 , 嵌

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 , 而非信息 。② 另外 , 按照刘世定的理解 , 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

讨论涉及了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的行动的视角 , 即以 “嵌入性” 挑战主流

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行动的基本假设;一是在 “嵌入” 的具体内容上 , 将人际关系网络

作为基本要素 , 从而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引入进来 。这两个层面 , 正是格兰诺维特

和波拉尼的有别之处 。在波拉尼那里 , 一方面 , 他提出问题并没有达到人类行动之基本假设的

抽象程度 , 另一方面 , 波拉尼注意到的只是嵌入制度 , 而不是人际关系网络。③ 事实上 , 嵌入性

的研究不但要弄清楚嵌入性为什么会存在 , 而且还需要深入分析嵌入性对经济行动与制度的影

响 , 以及嵌入性的构建问题。

上面 , 我们从硬核与保护带之互动作用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 。指出制

度的内核本身具有抗拒变迁的特征 , 组织和制度通常会在保护带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

化。不过 , 这里尚未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 , 即制度与组织变迁的结构环境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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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制度创新 , 其目的都是为了重新调整组织关系和制度安排 , 合理规范政府和企业以及其

他各种社会组织的行为 , 重新定义人们在新的制度中行为的不同条件 , 并由此提高组织行动效

率 , 顺利实现制度目标及其社会整合效果 。然而更重要的是 , 这种制度创新和变迁离不开我们

现实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资源所能提供的条件。亦即任何一种制度总是要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

和社会文化之中 。制度设计得再合理 , 若不能成功地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 , 或者说 ,

倘若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遭遇到强烈的 “排异反应” , 那么 , 这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则

最终不可能带来效益 , 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和发展。那么 , 一种新的组织和制

度嵌入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抑或这种新的组织和制度是怎样逐步嵌入到社

会的结构性环境之中的呢 ?

首先 , 如上所述 , 这种创新与变迁的动力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 , 以及人们在对外部环境

或群体示范与模仿的过程中自身改革与创新的要求。但是 , 外部制度以及人们行为的规则不可

能简单地拿来和照搬 , 更多的是要按照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环境做出相应的修正和改变 。对外

部制度移植的修正和改变 , 我们称之为 “制度变通” , 它是一种旧的制度安排嵌入到新的社会结

构环境中的第一步 ,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

其次是制度适应 。如果说制度变通是指一种已有的移植来的外部制度安排或规则逐步嵌入

到新的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 , 那么 , 制度适应就是指 , 当这些外部制度成功嵌入本地社会结构

之后 , 人们的行为逐步地适应这些制度或规则的变化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对人们的行为选

择具有主导作用;个人行为 “嵌入” 于制度 、 并被制度所塑造和指引 , 因而对个人行为的解释

在根本上离不开对制度的理解 , 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因变量。这里 , 有两个方面的问

题值得注意。一方面 , 一旦某种制度建立起来 , 它就能够规定人们进一步的行动。制度规范行

为 , 在这里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意味。人们在特定的组织中必须遵守这一制度规范 , 否则就会因

违规而受到组织规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惩罚。制度按照角色和情境的关系确定人们行为的适当

性 , 既包括对情境和角色的鉴别 , 也包括对某种情形下适当行为的确定 , 它是一系列 “相互联

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 , 据此可以界定个人的适当行动 、 个人和情境之间的关系 , 制度促使个

人去反思:当下是什么样的情境 ? 在这种情境下 ,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较合适? 这种角色的责

任和义务是什么样的 ?”① 在个人做决定的时候 , 他的问题不单是 “怎样扩展我的利益” , 而是根

据我的位置和责任 , 在此情境中 , 判断什么是我最适当 (正确)的反应和行为方式? 在多数情

况下 , 规则和程序 (即制度)是清楚明确的 , 个人总是跟随惯例 , 按照惯例的要求采取行动 ,

个人的行为是被动的 , 是不断适应的过程。② 然而 , 另一方面 , 在制度的制约下 , 人们在组织中

行为的适应 , 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 在更多的情境下 , 同时还表现为一个积极学习的过程 。③

或者更确切地说 , 通过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价值认同 , 人们对新的制度 、 新的规范与规则会逐渐

由被动的适应转换为主动的学习和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中 , 人们逐渐被社会化 , 逐渐接

受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及其知识图式 , 建立组织行动中的自我指涉 (self-reference), 力图使其变

成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 , 并最终使这种制度的安排 “嵌入” 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 , “嵌入” 到

人们自身的行为结构之中 , 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和自身行为结构的一部分 。所以 , 理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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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 需要考察上述结构化过程的这两个角度。①

还需要指出的是 , 当一种制度真正嵌入到了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之中时 ,

这种制度同时也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社会环境 、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文化的烙印 , 形成为一种互

依互存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形成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 , 在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的初

期 , 当这种组织和制度能够成功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时 , 这种组织和制度就能够借助于这种相互

的整合推动自身的发展 , 使其创新与变迁得以深化。其次 , 当一种组织和制度发展到了一定时

期 , 需要进一步实现创新与变迁的时候 , 这种制度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高度整合 , 则会给

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带来极大的障碍。认识到这一点 , 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嵌入性正反两个方面

的社会功能 , 是非常有益的。总之 , 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自我设计的

社会过程 , 它客观上要求这种组织和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结构环境也必须发生变迁 。

路径依赖:组织和制度的惯性

由制度经济学家诺斯首先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 , ② 主要是描述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和将来所实

施的制度 、人们过去的行为对现在和将来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这种理论告诉我们 ,

一种现存的制度及其所塑造的人们的社会行为 , 都会具有一种 “惯性” , 一旦采取了某种制度 ,

贯彻了某种社会行为 , 进入了某种特定的路径 , 那么 , 这种制度或行为就会形成一种惯性 , 为

人们进一步的路径选择制造出一种依赖结构 。按照诺斯的说法 , 即人们过去的选择在很大程度

上可能会决定着他们现在或将来的选择 。

在诺斯看来 ,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两种极端的形式:

“路径依赖 I” 。是指一旦某种独特的组织发展轨迹确立以后 , 一系列的外在性 、 组织学习过

程 、 主观模型都会强化这一轨迹。某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

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 , 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和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 , 去识别和消除相

对无效的选择 , 并保护组织的产权及其配套制度 , 从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

“路径依赖 II” 。是指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 , 在市场不完全 、 组织无效的情况下 ,

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 , 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 , 这样 , 这些组

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追加投资 , 只会强化现有制度 , 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 ,

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 。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 , 却给

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 , 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专门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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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认为 , 除这两种制度变迁的极端形式外 , 还有其他一些中间性的情形和方式 。在制度

变迁的过程中 , 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

路径 , 它的既定方向就会情不自禁地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或者 , 沿着既定的路径 ,

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正反馈的轨道 , 迅速优化;或者 , 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

继续下滑 , 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 , 无法自拔 。在这里 , 诺斯进一步分析指出 , 决定制

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因素 , 即收益递增和不完全市场。随着收益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的增强 ,

制度就会变得愈来愈重要 , 自我强化的机制才会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根据诺斯的分析 , 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的机制取决于以下四种表现:① 第一是初始设置成

本。即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 , 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 , 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

都会下降 。第二是学习效应。适应新的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 , 迫

使组织和组织成员积极地学习 , 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和适应发展与生存的需要 。第三是协调效应 。

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 , 以及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

资 , 进而实现协调效应。更为重要的是 , 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及其一系列

非正式规则的产生 , 以补充和协调这项正式规则发挥作用 。最后是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

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 , 将减少这种维持现存制度的不确定性。

在分析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的时候 , 诺斯指出 , 主要有四个共同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制度

变迁的路径。第一个因素是报酬递增 。当一种新的制度实施能够产生社会成员普遍报酬递增的

效果时 , 人们采用和认同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愈大。第二个因素是不完全市场。市场的发育愈

不完全 , 人们愈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 制度变迁的轨迹就会愈呈现出

发散和不可预测的状态。第三个因素是交易费用。市场和信息愈不完全 , 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

愈高 , 制度的绩效就会因此变得愈低。也正是由于高昂的交易费用的存在 , 从而使大量无绩效

的制度变迁陷入 “锁定” 状态长期存在。第四个因素是利益因素。一个社会中的利益集团从现

存制度中所得到的资源或好处愈多 , 则其要求维持现状的呼声就会愈高 , 要求制度变迁的驱动

力和积极性就会愈低 , 阻碍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愈大。

在前两节里 , 我们谈到了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 , 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

对稳定的状态 , 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其次 , 我们指出任

何一种制度都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结构性环境 , 总是嵌入其中 。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

是 , 一种制度和组织嵌入到它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后 , 人们行为方式和取向的变化会遵循什

么样的规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 当人们对行为方式做出选择以后 , 他就很可能会按照其既定的选择

模式一直选择下去 , 这种惯性会在随后形成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已经选择的行为方式 。

而如果在这时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 , 则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 。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被

社会化的程度愈深 , 在人们随后的互动过程中受到这种行为方式影响与制约的程度就愈深 , 可

能性也愈大。

人的行为如此 , 组织和制度的行为亦如此。当一种制度和组织嵌入到它所处的那个社会环

境以后 , 它首先要面临很多的选择和问题 , 其中最重要的是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这意味着 ,

在制度和组织变迁的过程中 , 一旦这种组织和制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 , 就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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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地沿着已经选定的路径继续走下去 , 这种组织和制度的既定方向也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发

展进程中得到强化。换句话说 , 一种制度与组织的初始选择对这种制度与组织变迁的轨迹和将

来发展的方向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 一旦有了明确的选择 , 该组织和制度就会对这种

选择产生依赖。有人把这种路径依赖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惯性 。一方面 , 这种路径可能会通过惯

性和动能产生所谓的 “飞轮效应” , 推动一种制度和组织朝着一种正反馈的方向去变迁与发展;

另一方面 , 这种路径可能会通过惯性和动能触发一种负反馈机制 , 从而造成制度与组织陷入或

锁定在一种死循环 (doom loop)的状态之中 , 最终导致组织无效或停滞状态。①

上述制度行为的惯性对于制度与组织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 。一方面 , 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

规范和规则制约下 , 制度可以增加社会 、 经济交换行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 从而减少非规范

社会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此同时 , 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和规则 , 制度

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 , 使组织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 , 由此形成的

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这些功能使得制度在正确的初始选择过程中

能够积极地推动制度的良性循环与变迁。另一方面 , 一种新的规则或规范能够得以制度的形式

出现 , 必然是交易各方共同选择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 这种共同选择和相互妥协根植于各方在这

种体制选择中实现了各自投入—收益之间的均衡。与此同时 , 制度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够为社会

经济活动提供一种稳定的长期服务 , 人们可借此对社会经济互动做出长期的预期 , 并由此产生

安全感。制度行为的惯性对其变迁的推动与制约的双重作用 , 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制度的初始

选择与影响这种初始选择的条件 (初始条件)的重要性。

从改革以来中国制度与组织变迁的初始条件和过程来看 , 我们一直较为注意依托现有经济 、

社会组织进行边际制度创新。同许多其他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的变迁与改革不同 , 中国的组

织变迁不是简单地采取开放市场 , 通过社会经济组织自由竞争来催生市场体系发育 , 更不是抛

弃既有组织结构 , 另起炉灶 , 用全新组织来推动变迁和拉动改革 , 而是充分利用了原有计划体

制中既存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组织 , 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组织和制度资源 , 通过有序的边际组

织创新的方式来稳步推动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回顾多年来中国改革与变迁的历史过程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许多新生的经济组织几乎都是直接 、 间接依托原有国有经济与乡村集体经济

转型 、延伸 、嫁接 、 脱壳成长起来的 , 不少乡镇 、 村级政府基层组织以及城市的管理领导往往

是组织转型的双重领导者 。不仅如此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 许多在转型中新生的市场经济

组织一旦达到某种规模 , 也要挂靠或寻求某种政府组织保护 , 向原有的组织性质靠拢 。依托既

有经济组织推进改革 , 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改革的摩擦阻力 , 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 , 低成本地利

用传统组织和制度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 , 社会法制与信用关系淡薄 , 个体

承受力较低 , 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的国家 , 只有依托业已形成并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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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 、 国有与集体经济单位 , 才能避免大的被动与震荡 , 稳定推动改革深入 。① 在这里强调这

一点 , 依然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制度与组织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基础。理解了这一点 , 就能进

一步理解目前我们制度与组织行为的惯性 。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行为的惯性 , 则是我们的组织

和制度变迁难以规避和不可选择的策略 、前提与条件 。

意识形态: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

在一般的意义上 , 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 , 一种世界观 , 是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

和规范 (no rms)。若从承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的角度看 , 意识形态是一种由社会中占

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倡导和推动的主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若从略带保守主义倾向的社

会理论的角度看 , 意识形态则是一个社会通过价值整合来实现社会存在基础的集体意识 。② 因

此 , 意识形态不仅被赋予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涵义 , 而且通常还和人们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人们

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1.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和左右人们的利益表达 。占支配地位的群体通常通过社会化的暗示和

明示的方式 , 传递着他们的观念和世界观 , 再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化载体 , 通过各个不同的角

度或方式 , 反复论证和宣传一种观点、 主张和世界观 , 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观念意识 ,

或者用它们来论证和归纳自身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③。2.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社

会化过程 。众所周知 , 社会化有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化的载体 , 并始终作为一种主导和主流的思

想文化形态。接受某种意识形态 , 更多表现为一种主动 、 积极的学习过程 。通过这样一种价值

认同过程 , 社会成员总是潜移默化地承认现行支配秩序的合法性 , 将通行的世界观内化为自我

的世界观 , 用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自我制定行为的取向和标准 , 从而完成自我塑造和

实现的过程。3.意识形态可以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 。意识形态既可以成为社会变迁的动

力 , 也可以成为阻力 。意识形态可以用来指明社会变迁的新方向和新秩序 , 也可以使那些未预

计到的变迁合法化。意识形态可以团结社会 , 也可以激励人的行为 。意识形态本身作为一种承

认的政治 , 造就人们自我实现的价值④。4.意识形态可以节约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费

用 , 可以通过价值认同的方式使决策过程简化。⑤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 ,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

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⑥ 在与他人的社会经济交往的过程中 , 人们需要一种相

应的评判标准 , 这种标准可以是公众的共同约定 (common consensus), 也可以是具有特定行为

方式的参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从这个意义上讲 , 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简化的认知图式安排;

共享同一意识形态的人群会对相似事件做出类似的反应 , 这种共同知识的形成有助于合作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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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 , 并形成比较确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①。5.意识形态可服务

于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 能够定义和改变人们行为的取向和偏好 。有的学者把意识形态的

内在约束称为 “价值权力”② , 具有定义和改变人的行为偏好的功能 , 可以将一种由制度强制形

成的 “必须” (have to)规范转换成为一种靠人们自觉地去遵守的 “应该” (should)规范。当人

们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应该遵循规范而犹豫不决时 ,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非制度化的行为规

范被内化的程度 , 即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 。③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有些学者把意识形态的稳定

性来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 , 当一种意识形态为集体中多数人接受后 , 符合意识形态的社会

行为往往被看作是合乎理性的行为 , 而挑战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则往往被看作是非理性的行为;

其二 , 一旦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后 , 个人的意识或信念就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其三 , 作为典型

的公共产品 , 个别人或少数派很难改变主流意识形态 。④ 因此 , 在一般意义上 , 意识形态对一个

社会的变迁 , 对一种制度的变迁 , 对一种组织中的行为与观念的变迁 , 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 , 意识形态在制度和组织变迁与创新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按照吉登斯

的归纳 , 有以下三点:1.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整体利益;2.否认矛盾存在 , 并对矛盾进行演变;

3.通过具体化的方式使现状合法化。吉登斯认为 ,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合法化的工具 , 是行使

权力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 , 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某些群体的意义环境 ,

同时掩盖了这一意义系统的统治本质 。在多数组织中 , 意义体系表现为故事 、 笑话 、礼仪 、备

忘录 、会议等形式。所有这些组织实践都是再现或重组组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的符号形式 。

他指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 , 从而使统治

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 ……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

的 `活生生的经验' 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

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的最基本的结构要素”。⑤

在一种制度与组织的变迁过程中 , 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上所述 , 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逐步代替旧的制度

安排 、一种新的行为规则逐步取代旧的行为规则的社会过程 。在这一社会过程中 , 首先遇到的

问题是要令人信服地解释 , 为什么新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则必须或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安排和

行为规则 。对所有制度改革和创新者提出这个变革的理据 , 都是必需的步骤 , 这种现象我们称

之为诘难创新者的 “理据困境” 。对于所有墨守成规的人来说 , 这种被诘难的理据困境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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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 , 恰恰在处理理据困境的时候 , 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从合理

性 (变革的理性依据)、 合法性 (变革的秩序依据)和合情性 (变革的情感依据)三个方面为制

度变革和创新提供支持。

如果所要变革的制度或所要创新的制度 , 是属于整个制度安排中的保护带 , 也就是说 , 新

旧制度不具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矛盾 , 那么 , 处于硬核位置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为这些制度变

革或制度创新提供合理性依据。此时 , 依据意识形态而走出理据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制度

变革或创新是意识形态的更完美、 更确切的表达;二是制度变革或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 。

无论是哪一种途径 , 借助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念 , 对意识形态的总体承诺 , 为什么要进行制

度变革和创新的理据困境中的合理性问题 , 就可迎刃而解了 。当然 ,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诉求 ,

并不排除其他价值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诉求。事实上 , 借助于意识形态 , 新制度在整个社会中被

接受的范围 、程度和速度都将大大加快 ,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阻力 , 从而

顺利实现旧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的平稳过渡。

其实 , 人们接受新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的过程 , 同时也是这些安排和规则不断得到内化

或社会化的过程 。制度安排和设计提供给人们的 , 不仅是一系列行为规则 , 同时还有许多隐藏

在这些行为规则背后的价值系统 。只有让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这种价值观念 , 并自觉地

把制度设计的行为规则变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 成为其自觉行为的一部分 , 这种制度的创新才能

真正融入人们的社会行为结构 , 也才能真正嵌入其社会结构和环境当中。因此 , 一种制度变革

的理据困境还存在合情性的维度 , 需要对社会情感的诉求 。事实表明 , 公众对制度变革和创新

的情感反应往往与制度的变革成败有着密切关系。这期间 , 意识形态往往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 。当人们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能够相信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更合理 、 更合法 、 更公正 , 在这

种前提下自己和他人的收益会更多、 福益更大时;当人们把这种规范和信仰最终内化为自己的

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幸福感的评判标准时 , 他就会情不自禁地认同和参与其中 , 由此激发

出来的热情和效益都将是巨大的 。在这个意义上 , 意识形态同时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 , 一

种能够激励人们创造 、降低制度创新成本的生产力。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 , 意识形态成为了

成功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

小　　结

众所周知 , 中国目前的总体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变迁时期 , “除旧布新” 、 “厌旧喜新” , 是

一种个人意向 , 一种社会潮流 , 恰如涂尔干当年针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描述:

人们渴望各种新奇的东西、 未知的享受和不可名状的感觉 , 但是这些新玩意儿被认识

以后 , 它们便失去了一切乐趣。从那时起 , 突然发生最危险的挫折 , 人们就无力承受……

老是等待着未来和死盯着未来的人 , 他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鼓励他去忍受现在的痛苦 ,

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些亟待度过的阶段。使他能够欺骗自己的是 , 他总是想在不久的

将来找到自己还未曾遇到过的幸福……无限的欲望像一种道德的标志每天都显示出来 , 而

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产生。①

本文所论及的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 , 就发生在这样一种将反常作为常态的变

化处境之中 , 人们经常用变革的欲望来催促一切组织和制度的改造与转型 , 而社会改革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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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 恰恰也具体化在每个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过程之中 , 落实在每个组织和制度变迁与

创新的社会效果之中 。不过 , 相比于由变迁激发出来的人们的求新欲望 , 任何一种具有整合能

力和团结效应的组织 , 任何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系统 , 在内在结构上总会表现出一种抗拒变迁

(resistance to change)的倾向。一方面 , 制度变迁的这种滞后性 , 保证了在社会及其结构的急

剧变迁中 , 人们的行为不至于完全处于一种迷茫和混乱的失范状态;另一方面 , 这种滞后性对

一个社会的改革和变迁也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强大阻力。所以 , 当一个组织和制度发生变迁与创

新的时候 , 一定会有其内部与外部的深刻原因 , 使这个组织和制度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变

迁 , 以适应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 以及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要求 。

有关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 , 上文已做了概括。这里 ,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 通

过制度移植来实现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观念 , 在方法论上是基于制度主义的类型学基础 ,

将这一夹杂着不同因素的变迁过程诉诸于制度类型的比较和参照 , 而形成这一观念的内在动力 ,

来自于对中国自身组织系统之制度化不足的基本判断 , 因此 , 对于比较和参照意义上的制度类

型来说 , 现实社会中的制度改造和组织建设都是依照示范效应和模仿机制的原则展开的 。就此

而言 , 无论是政府推动所构成的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重要动力 , 或者是组织和制度改造和

更新自身结构的要求 , 都源自对不同制度类型的认识 、比照和选择 。

然而 , 通过检讨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

不仅仅是组织本身的系统变化 , 改革一种制度 , 也不是依靠单纯的制度移植或更替就可以一蹴

而就 , 一个组织和制度的形成 、生长和变迁 , 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组织结构及其制度模式内在的

构造或重构过程 , 而必须考虑到组织嵌入其中的整体社会的结构性环境 , 也必须考虑到组织自

身的路径依赖的惰性 , 不考虑这些 , 在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具体过程中 , 势必会出现 “拔

苗助长” 的效果 , 有可能使一些本来有本土社会基础并能够自发生长的组织系统受到破坏。

因此 , 撇开制度类型学的研究架构 , 从组织和制度更根本的规定性出发 , 来考察其变迁与

创新的社会过程 , 才能把握住它最具生命力的脉搏。就此而言 , 特别是就变迁已经成为社会存

在之最终正当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来说 , 将变迁分析作为组织结构或制度类型分析的前提和基

础 , 才是我们在理论上的根本要务 。简言之 , 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组织形态变迁的研究 , 必

须在方法论上诉诸于研究范式的变迁。

在这个意义上 , 考察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 , 还需要重视一个及其重要的理论

维度 , 即社会团结 (so cial solidarity)。社会团结的程度指的是一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水

平 , 它可以反映出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主观感受和认同状态 , 以及组织成员彼此间的整合程度 。

所谓团结 , 既是指社会群体或组织的聚合状态 , 同时也是指社会群体或组织的一种固体化的 、

结晶化的过程 (solidarization)。特别是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中 , 通过团结来考察群体或组织 , 不

等于说用一种现行的 、定型的制度模式进行度量 。相反 , 团结这一概念所要考察的 , 正是一个

社会组织自身结晶化的过程 ,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晶体 , 这样的制度并不是先前设定的 , 而

是团结的结果。因此 , 团结是先位的 , 没有了团结 , 一切制度都无法实现其成型的过程 , 亦即

根本不会产生制度建设的空间 。就中国目前的组织研究而言 , 社会团结的概念恰恰提供了真正

能够将制度成型过程纳入进来的研究空间。

也只有以上述研究作为理论突破口 , 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 ,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组织和

制度变迁与创新之社会过程的研究 , 必须超越制度类型学的研究范式 。如果我们以变迁作为研

究起点 , 通过考察社会变迁所连带形成的结构效果 , 将组织系统与其嵌生的生态学环境联系起

来 , 对组织与制度的基本结构 、形态及其演化过程加以考察 , 才能超越类型学所依靠的比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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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的理论模式 , 回到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现实逻辑上来 。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大胆地提

出这样的设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 , 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形式特征 , 即变迁的方式 、 速度及

其范围 , 在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具体社会过程中 , 具有决定组织形态和制度架构的实质性

意涵;换言之 , 变迁的上述形式规定性 , 直接决定了中国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实际效果和

方向 。今天 , 许多组织或其他社会形式有可能因为变化太快而失去生长的机会 , 反过来 , 一些

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制度模仿 , 一些表面上符合变迁意识形态的改革 , 一经完成制度移植的过程 ,

反倒使其内在的活力丧失殆尽。中国的社会建设 , 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 , 只有深入地理解中国

的民情 , 耐心地寻找适于这一结构性环境的制度建设的条件 , 我们才能摆脱百年来从革命到革

命的怪圈 , 建设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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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tudy decisions on transi tion modes f rom the pe rspective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 th

refo rm.Transitions are classi fied as smoo th or abrupt , as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by China and

Russia and as indicated by the maintenance o r co llapse of consti tutional o rder.On this basis , we

propo se a theo ry of synthetic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type of t ransition , and discuss the roles

of initial condi tions and refo rm strategies in determining each type of t ransition.The ini tial

condi tions that constrain the selection of refo rm strategies include the insti tutional st ructure of

the planned economy ,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 and the timing of refo rm.The interplay of the

three factors de termines the space fo r refo rm strategies.Refo rm strategies direct ly determine the

mode of t ransition in four areas:the w ay in w hich the leg itimacy of refo rm is handled , the time

sequence of refo rm , the source of the refo rm init iative , and contro l of the polarization of social

interests.While China has taken co rrect and successful st rategies in the fir st three areas , i t i s

faced w ith a g rowing accumula tion of ri sks in the la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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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 movement af te r it s failure in the pe 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sk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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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ly this t radition that show s us the w ay ahead:to bui ld social science and theory that starts

f rom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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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ly determines i ts me thod , direct ion and effect .Path dependence presents a type of

unavoidable behavio ral inertia.Ideolo gy and its associated value sy stems play an impo rtant role in

the socializat ion process o f insti tutional change.When w e examine the social process of Chinas
org 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 w ith change as a dominant feature ,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ul ture , and betw een

org anizational sy stem and the contex t in w hich they op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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